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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以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为指引，辞微而指博地阐述了“善而因之”的治国理论。广义善因论主张在经济领域自由放任，在社会领域因俗简礼，是市场调节和风俗调节思想在至治理想下的统一。两种调节方式的指向一致，但是相互的制衡是缺失的。面对因俗简礼的局限性，司马迁又赞同移俗，幻想封建政权实行仁政。然而他却因此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客观上第一次提出并初步考察了在封建专制条件下顺利发展商品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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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时迁移的至治理想

在学术界，有一个虽然没有多少争议，但却需要好好讨论的问题，即《史记·货殖列传》为什么要在开篇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里引之是为了斥之，明代杨慎之和近代梁启超皆持此论。李埏则细心地指出，《货殖列传》的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一部分，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他认为，司马迁对引用的这段话是十分看重的，所以紧接着说“必用此为务！”断句当如此。
这种看法突破了传统的成见，但是没有进一步分析至治理想的内涵及其在司马迁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残余，实现了深得道家思想精髓的“与时迁移”
。司马迁对老子的表述是有所取，亦有所舍的。传统的批判说与前引的推崇说都有失偏颇：前者不符合司马迁对待道家思想一贯敬重的态度；后者也有问题，似乎没有注意道家思想本身也在变，已经由先秦宣扬上下都无为的老子思想，发展到汉初只要求上无为，而不要求下无为的黄老之学，因而没有考察司马迁至治理想的时代性和进步性。

新的至治理想包含了以下内容：①“民各甘其食，美其服”是物质上的自感满足；②“安其俗”是精神上的自由；③“乐其业”是生产交换上的自主；④“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是社会交往上的自在，强调没有战乱之类的干扰，并不是某些学者附会的小国寡民观念。总的来看，其核心是自然秩序和社会和谐，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
的大同理想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老子原话中“使民”如何其实是达到至治的手段，司马迁不引用这一部分正表明了他彻底的演进主义主张，不排除每一种具体发展模式的可能性, 空想色彩也就淡得多。与“至治”两字相比，“至治之极”的表述强调了至治也有水平和阶段之分。在他心目中，这种理想的较低水平或者说初级阶段，似乎就是文帝时代的和乐景象：“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是统摄性和指引性的。他对孔子著的《春秋》赞誉有加：“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而他本人正是以孔子卒五百年后的一代文化领袖自我期许的。他著《史记》也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即通过历史研究，寻求“我有以治天下”
的至治之道。他不但从重大历史变迁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而且分析一般社会生活都或明或暗地落脚于一个“治”字。可以说，他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为至治这个宏旨服务的，经济思想也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不与至治理想结合起来思考，就很难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他的经济思想。《货殖列传》开篇就悬至治为鹄的，深意当在于此。

二、善者因之与对涂民耳目诸说的批判

以至治为鹄的，司马迁随后提出和论证了“善者因之”的治国理论。他指出，虞夏以来，统治阶级追求生活享受，“使俗之渐民久矣”，不可改变。“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此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著名的善因论。“善者因之”与至治有什么关系呢？司马迁认为，至治的前提是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必须创造出充足丰富的产品才能满足之。他在《律书》中实际上已经指出，“天下殷富”是和乐景象的前提条件。他在《平准书》中又指出，“汉兴七十馀年之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後绌耻辱焉”，即社会文明程度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升。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来看，善因论是实现其至治理想的无可替代的理论支撑。

司马迁主张利用社会经济的市场调节方式，放任百姓求富：①顺应消费上的物质利益需求，因为“人各尽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②顺应交换上的价值规律及其表现形式“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贵”,自然就会“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③顺应生产上自发形成的产业结构，“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实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④顺应分配上自发形成的“巧者有余，拙者不足”的差别，“贫富之道，莫之夺予”。总之，要在社会经济各领域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方式。

对“因之”、“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和“与之争”，司马迁不仅仅是排了序，他似乎也借此对涂民耳目诸说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所谓涂民耳目诸说，就是限制和干预人民求富欲望却又冠冕堂皇的诸多主张，是实现至治理想的理论绊脚石。我们选取他十分熟悉的孔子、董仲舒
、管仲、桑弘羊，分别作为前期儒家、后期儒家、前期法家（东方）、后期法家的参考性代表人物，作一探讨，列表如下。

司马迁对涂民耳目诸说的批判

	思想
	学派
	参考者
	基本的主张
	司马迁相应的评语

	利道之
	儒家（前）
	孔子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教诲之
	儒家（后）
	董仲舒
	以教化堤防之

	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整齐之
	法家（前）
	管仲
	通轻重之权
	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与之争
	法家（后）
	桑弘羊
	主盐铁，置均输平准
	农工商虞，民所衣食之原也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讥讽桑弘羊的“与之争”政策是公认的。而他对管仲的看法则不那么激烈，对管仲“设轻重九府”以致齐国富强，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他也部分地肯定了“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计然之策。但是管仲思想和计然之策，显然又不如太公望在齐国“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霸道不如王道，前期法家的“整齐之”也就不如“因之”。对于前期儒家贵义不贱利的“利道之”，他以“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一语作了含蓄的批评。这里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一语含有“小人怀惠”
，“惠则足以使人”
的意思，不是善因论意义上的自由放任。对于后期儒家的“教诲之”，他语多不屑：“无岩处奇士之义，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他举子贡经商致巨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例子，恐怕也是写给那些空谈仁义的后期儒家看的。

从经济思想比较的角度说，对干预成分较少因而危害较小的儒家思想，司马迁的评价高于法家；对这两家前期思想的评价各自高于其后期，因为“挽近世”以来，儒家贵义贱利的保守性和法家急功近利的激进性都超过了前人；在他看来，儒法两家的经济思想都不如具有道家思想倾向的善因论。而善因论其实是对道家思想的重大改造和发展。它在足欲观上超越了老子无为而治思想中的寡欲观，但保留了至治理想的内核；在至治指向上超越了汉初黄老之学与民休息主张的过渡性和策略性，但吸纳了只求上无为、不求下无为的合理因素。
三、因俗简礼的风俗调节思想

在司马迁的至治理想里，民各“安其俗”是重要的内容。在司马迁对至治之道的研究中，“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范畴，看似不经意地一再出现于《史记》诸篇里。《货殖列传》则集中记述了各地区不同的社会风俗，对俗的重视跃然纸上。
根据司马迁的话语方式，俗有两种含义：一是风气或流行的社会心理，例如“其俗剽轻，易发怒”；二是表现为生产生活习惯的习俗，例如“其俗犹有先王之遗风，……能恶衣食，致其蓄藏”。习俗实际上是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风气与习俗可以统称为风俗，司马迁称之为“谣俗”。

司马迁朴素而全面地表达了风俗是社会经济调节方式的重要思想：①通过社会心理中特殊价值倾向的引导和约束，风俗制约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种、代地区“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导致了社会经济的畸形运转；②风俗提供了社会交往规则及其识别标志，便利或阻碍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商品交换。温、轵“北贾赵、中山”，得益于了解中山“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而“南楚好辞，巧说少信”似乎是该地区商业相对落后的原因之一；③风俗影响了消费心理和整个社会需求，进而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反倒滋生了惰性，“无积聚而多贫”；④风俗规定了社会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结构。“齐俗贱奴虏”，奴虏在财富分配中是很不利的。中山地区的女子“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则形成了一个寄生阶层。

礼与俗的关系在司马迁的风俗调节思想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中国奴隶社会是阶级统治和宗法统治的结合，礼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了“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
的作用。《礼书》记载了周衰以来“中庸之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的情况。在这里，“教”或者说礼，与俗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是代表了当时不同阶层利益的有区别的经济调节方式。

司马谈在论道家要旨时曾指出，“其为术也，……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司马迁很赞同这个观点，并通过经济发展的具体案例鲜明地提出了“因其俗，简其礼”
的政策主张。他很崇敬太公望，视之几如圣人。在《齐太公世家》的记载里，“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太公对自己政策的说法是“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因其俗，简其礼”，则是司马迁的高度提炼和概括，可以称为因俗简礼论，其实质就是利用社会经济的风俗调节方式。因俗简礼论是善因论在经济的风俗调节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因”的客体不再是难以把握的求富欲望，而是可以描述的社会风俗。

在上述案例中，太公望没有机械地重农和化民，而是顺应齐人多从事鱼盐、不习于礼仪的风俗，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司马迁肯定了管仲“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的政策。对孙叔敖为楚相，“世俗盛美，政缓禁止”，“民皆乐其生”
，他也予以充分的肯定。而在《货殖列传》的记载里，邹、鲁地区“俗好儒，备于礼”，终致于衰。周公几百年前针对太公因俗简礼而作的齐盛鲁衰的预测，不幸言中。

与因俗简礼论相对立，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两种值得关注的主张：一是商鞅和赵武灵王具有法家思想特点的制俗论。商鞅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
，赵武灵王则明确主张“制俗”
。司马迁坚决反对这种论调。《货殖列传》记述了关中的风俗从周时“好稼穑”到秦时“多贾”，再到汉时“益玩巧而事末”的嬗变，表明了俗不是想制就可以制得了的。制俗则有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的恶果。种、代地区的人，“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益厉之”，以致后来“不事农商”，“中国委输时有奇羡”；二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复礼论。司马谈认为儒家的主张“劳而少功”
，这与司马迁对复礼论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货殖列传》里邹、鲁地区重礼而衰的记载也表明了他的态度。

四、广义善因论的得与失

司马迁以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为指引，辞微而指博地阐述了他颇异于前人、时人乃至后人的经济思想：一方面，他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思想，主张“善者因之”；另一方面，他敏锐地看到风俗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前所未有地重视俗，提出了因俗简礼的风俗调节思想，主张“因其俗，简其礼”。这两个方面就构成了他贯穿道法自然之精髓的完整的善因论，即广义善因论。广义善因论具有浓厚的政治哲学色彩，突出了理念性、整体性、辩证性和开放性。可以说，它是战国至西汉前期那个存在着强大的迈向商业社会可能性的时代的理论绝唱，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掠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苍穹。

司马迁关于两种调节方式关系的论述很重要，是理解和评判广义善因论得失的关键。他认为，市场调节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是基础和主体，因而风俗调节只能是补充。不过两种调节方式的指向是一致的，都统一于对至治的追求。他在《货殖列传》里不厌其烦地记述商人的货殖经验和各地的谣俗，不外乎希望封建政权掌握商品经济规律和社会风俗情况，以便将两种调节方式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治理经济。

令人费解的是，因俗简礼论是在《货殖列传》的文本之外表达出来的。在《史记》全书行将收尾的时候，司马迁为什么大量地记述社会风俗而不亮出自己的观点呢？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因俗简礼有局限性，因为俗也有厚“薄”之分。因俗简礼很可能放大而不是消解自由放任的弊端，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究其根源，两种调节方式的制衡基本上是缺失的。

为此他引入了晏婴的移俗论。移俗就是要改变风俗中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移俗同时又不能制俗，那只有求诸“不教而民从其化”
的仁政。晏婴以仁来要求自己，主张“先细民”
，也确实“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对此，司马迁心向往之：“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他不欣赏儒家的复礼主张，但是对其仁政思想则颇为折服。他称誉汉文帝的和乐之治，也谓之“仁”
。他强调因俗简礼，却又幻想封建政权实行仁政，消除自由放任的弊端。司马迁终于没有越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看不到封建专制制度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根本的矛盾。

要而言之，两种调节方式的指向一致与制衡缺失有可能产生两种结果，图示如下。

                              


                                               

                                   


           

                                           


                              

                              

                                                      

两种调节方式指向一致与制衡缺失的两种可能结果

尽管风俗调节是对市场调节的补充，因而不存在道德分析对经济分析的代替，司马迁的研究方法仍然是有缺陷的。研究方法上的集体主义和忽视个体行为，使得他的市场调节思想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不得不借助于风俗调节。风俗既可能是集体理性的，也可能是集体非理性的，这就为两种调节方式配合的失败埋下了隐患，能否成功某种意义上完全依赖初始的风俗条件。他在不具备民主和法治的时代里仍然渴望仁政的制衡，说明他并没有找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捍卫这一进程的历史主体，这是他真正的悲剧。

然而，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司马迁却因此客观上第一次提出并初步考察了在封建专制条件下顺利发展商品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欧洲而言，容克地主阶级统治下的近代德国才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多的思考。分别以施穆勒、李斯特为代表的新旧历史学派，无不重视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崇拜国家力量。司马迁两千年前表达的因俗简礼论和仁政观与之相比较，实质虽不相同，视角却有惊人的相似。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早熟在思想上的反映。“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
斯人已逝，他所提出的问题，却至今仍然值得人们追问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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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货殖列传》。以下不加注释的引文均见该篇。


� 参见李埏：《〈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疑义试析》，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 《史记·太史公自序》。


� 传统的批判说纠缠于老子寡欲观与《货殖列传》主题的扞格，却忽视了新的至治理想体现的足欲观。


� 《礼记·礼运》。


� 均见《史记·律书》。


� 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 《汉书·司马迁传》。


� 《史记·太史公自序》。


� 司马迁曾经师从董仲舒，但不苟同其思想。《儒林外传》记董仲舒的学说甚略，且间或有刺讥之意。


� 《论语·尧曰》。


� 《前汉书·董仲舒传》。


� 《论语·里仁》。


� 《论语·阳货》。


� 关于司马迁风俗记述的深意，众说纷纭。梁启超较早地注意到风俗记述的重要性，但只是把它当作观察时代的背景。后来者更多地是从商业伦理、商业地理、区域文化、区域经济等角度来揣摩。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留心《三王世家》中褚先生加的按语，褚对司马迁著该篇的动机进行了推测。


� 《史记·礼书》。


� 《史记·太史公自序》。


� 《史记·齐太公世家》。


� 《史记·鲁周公世家》。


� 均见《史记·管晏列传》。


� 均见《史记·循吏列传》。


� 《史记·商君列传》。


� 《史记·赵世家》。


� 《史记·太史公自序》。


� 参见《循吏列传》中“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的故事。司马迁在记述中也隐约抨击了轻重论者不了解社会风俗，却随意干预市场。


� 参见《淮南衡山列传》对淮南、衡山两王叛乱诱因的分析。


� 《货殖列传》讲述了刁间反“齐俗贱奴虏”之道而用之的货殖经验，与前面曹邴氏因循“鲁人俗俭啬”而尤甚的做法明显不同。这可能是司马迁对自己因俗简礼论的补偏救弊，但很难说是主导性的看法。


� 《史记·循吏列传》。


� 《史记·孔子世家》。


� 均见《史记·管晏列传》。


� 《史记·孝文本纪》。


� 就连法国重农学派也把实现自然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相信他们自己的封建招牌。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





